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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与一体

在今天中国地域范围内，史前时期每一个地理
单元或地区都有着各自区域内文明的演进，表现出
不同的特征，呈现多样性特点。严文明先生曾提出

“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模式，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
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即中华文明的起
源是多元的，同时又是一体的。随着各个区域考古
材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多
元”与“一体”并不完全同时存在。关于“多元一体”，
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既
是“多源”的又是“一源”的。“多源”易于理解，主要指
中国史前几个区域文化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
中游、长江下游、中原地区等各有特色，都有着相对独
立的发展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
他区域文化似乎分别在红山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
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之后相继衰落，其文明化的
进程或夭折或中断，只有中原地区文明得以延续发
展。尽管各区域先进文化因素汇集中原，但并未从根
本上改变中原文化这一主体。从发展脉络上看，始终
有着中原地区这样一条主脉或主根，华夏文明的主体
一直是在中原地区文化的基础上连续不断发展而形
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
源”中的“一源”。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的“多源”与

“一源”是从广义和狭义不同角度看问题的结果。
第二，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看，“多元”与“一

体”是文明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是一个多元演进并
逐渐走向一体的过程。庙底沟文化时期是中国早期
文化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阶段，龙
山时代早中期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阶段。在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中原地区的文化实力逐
渐强大。龙山文化末期，周围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相继
衰落，其文明化进程遭遇挫折，而中原地区的文明脱
颖而出。至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中原地区作为中国
文明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二里头文明向周围地区广
泛辐射。周围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
方向，从原来以自己独立发展为主的轨道，改变为以
中原地区为核心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多元”走向了

“一体”，中华文明的“一体”开始初步形成。再经商周
时期，各地逐渐融入以中原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之中。

从整体上看，中华文明形成的总体趋势是从“多
元”走向“一体”。需要强调的是，“多元”与“一体”并
非同时。中华文明在史前时期是无中心的多种区域
文化的多元并存，各区域文化均有自己的文化特点，
似乎不易断定哪个区域文化是当时的文化中心。而
大约至二里头文化尤其是该文化二期时，中原地区成
为当时的文明中心，“一体”真正形成，但同时又存在
着文化的多元。所以，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
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这或许正是中国
古代文明与国家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

国家与王朝

一般而言，国家与王朝关系十分密切，在长期的
历史研究过程中，人们往往将国家等同于王朝，如认
为夏代国家也即夏代这个王朝。然而，就今天中国史
前考古的实际情况来看，笔者以为国家与王朝是有区
别的。国家是政治组织形态，而王朝是政治权力统治
模式，出现王朝肯定是国家形态，但国家形成不一定
出现王朝。王朝的控制地域较广并且跨地区，而最初
的国家控制地域相对单一且有限。王朝的核心是王
权，国家还有可能是以神权为核心的神权国家。

在社会长时期复杂化的基础上，长江下游地区的
良渚社会出现了国家形态，进入了文明社会。良渚社
会宗教色彩极其浓厚，这基本上已成学界共识，除去
这一表面现象的外衣，我们就可以看清其社会核心权
力的实质。良渚大型墓葬虽有零星世俗王权标志物
如玉钺等，但在满目祭祀神器玉璧、玉琮的笼罩下显
得相对少见与渺小。文化统一到对神的认同上，信仰
与神性是统一的，而主要源于军权的王权明显处于从
属地位，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组织机构并不复杂有
序。良渚国家虽也是初期的国家，但神权是国家统治
的核心。

陶寺早期五座规格最高的大型墓规划有序地集
中于一个区域，墓主均为男性，随葬品十分丰富。这
表明这一地位最显贵家族中的男性具有最高的社会
地位，显然已不是部落的首领，也非酋邦之长，而是早
期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或言王者。最近，在陶寺宫殿
区外围又发现了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垣，宫城
的出现从空间上凸显着最高统治者与普通居民甚至
一般统治者的区别，意味着王权的形成。陶寺社会基
本上以维护王权垄断为核心，甚至其“观象台”和圭表
系统作为天文观测仪器也被国王所垄断，标志着王权
专制、君临天下的意识形态。可见，王权是这类国家
统治的核心。需要强调的是，王权出现不一定意味着
此“王”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之天下共主之

“王”。换言之，陶寺国家之后发展成“家天下”的夏商
周时代天下共主的王朝国家形态。

与之后的二里头国家形态相比，陶寺国家形态显
然具有更多的原始性。从文化分布区域看，陶寺早期

国家原始性还表现在其实际控制地域不是很广阔，基
本仅限于临汾盆地这一自然地理格局形成的区域范
围之内，还没有出现对多个地理单元或者跨多个考古
学文化区的地域或疆土控制。二里头则突破了自然
地理单元的制约，出现了跨地域范围的、更广大区域
的控制，空间上涵盖了数个先行文化的分布区域。对
于中国历史而言，所谓“广域王权国家”也就是最初的

“王朝”。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良渚还是陶寺，最初的国家

过于重视都城的地位，都城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
历时长，且往往与国家社会兴衰同步，即此都城衰
败，其所代表的国家及文化亦衰落。都城更是长期
固定，不像之后王朝国家，如夏、商、周等都城多有变
动迁徙。

继承与发展

史前时期中国各个不同区域在各自文化或连续、
或间隔、或中断的演进变化的同时，文化之间互动交
流。对于某一考古学文化而言，文化互动的直接结果
一般表现为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先进因素不断汇聚，但
这同时又对该文化构成挑战，刺激其不断发展。文明
演进的动力正是在于挑战与应战之间矛盾运动。在
贸易、交换、战争、技术性传播等不同形式或手段的文
化互动中，有些族群复制性效仿，使得原有文化扩张
壮大；有些族群，扬弃性地创新象征物，形成新的文化
以凝聚族群。

庙底沟文化时期，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现为仰韶文
化对周围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的主动影
响。同时，也有红山文化玉器精神内涵的南下。进入
龙山时代，文化互动似乎达到了一个浪潮的顶峰，典
型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石峁一类遗存
都能见到对周边区域先进文化因素的吸收。尤其陶
寺文化，更能见到西辽河流域小河沿文化、海岱地区
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
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因素的汇聚。这种以高等
级物品或奢侈品为主的汇聚，恰恰不是周边而是远距
离的兼收并蓄。与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的诸龙山文
化中外来文化因素尤其是远距离传播的文化因素相
对匮乏相比，这一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外，大体相当于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之
时，以良渚文化为代表，包括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在内
的低地文化，在技术和财富上远远超越高地文化。而
之后的公元前两千三四百年至公元前一千九百年，以
陶寺、石峁和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高地文化，在吸收和
继承的基础上壮大崛起。东与西、低地与高地在文化
发展高度上，各领风骚五百年。而且，陶寺、石峁兴建
高大复杂、防御性强的城池以卫民，陶寺还创建了用
于指导农业经济生产的观象台，表现出更多的“务实”
内涵。

更为重要的是，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对这些外来
文化因素大多不是简单“拿来”或模仿，而是表现出更
大程度的改造或创新。除了日常用具经过改造的情
形外，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也少见与原产地完
全相同的文化现象。例如，陶寺文化彩绘陶和玉器
等，更多地表现出重世俗的装饰和有序的礼制内涵。
无论如何，对一个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吸收，就是对这
种文化先进因素的继承。选择与创新，文化得以传承
与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
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走向一
个崭新的阶段。相关考古资
料和研究成果完全可以说是
硕果累累，各类专项研究也层
出不穷。适时地从丰富的考
古资料及研究成果出发，总
结、概括、提炼出规律性的认
识，以管窥中国古史发展与演
进的基因，显得愈加必要。在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
发展过程中，有“三对特征”值
得注意。

从起源看中华文明的“三对特征”
■ 高江涛


